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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嬗变

屈 宁

【提要】 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嬗变主要表现为: 经史关系上，从经先史后转向经史并重，史学的

独立性大为增强; 史学逻辑和方法上，从以道统事、理在事外转向因事见道、借事言理，从重视史书书

法转向重视历史事实，并随着对“事”之考证的深入，进而表现出对历史文本本身的关注; 历史认识

上，从凿空生义转向知人论世。这些特征根植于理学衰颓的学风背景下，是史学走出理学时代的缩

影。明末清初的史学不仅对乾嘉史学产生深远影响，奠定了此后“经体史用”“六经皆史”“论古必

恕”等学说的思想基础，而且，其史学专门化的研究趋向，历史文本分析过程中所流露出的朦胧的史

学史意识，以及历史主义的认识论，都被近代史家继承发扬。
【关键词】 明末清初 理学 史学 经史关系

关于明末清初史学，①学界已普遍注意到其“变”的特点: 或视清儒“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对宋明

史学之理学习气的一大“反动”，或认为学者“经世致用”的思想旨趣是一种“穷则思变”的表现，或指

出史家在历史观上已有明显“嬗变”，或以重视史学之独立价值为这一时期经史观的主要特征，②所

论皆有启发意义。不过，一些重要问题，如黄宗羲的经史观、王世贞等人的史料辨析思想、王夫之的

历史认识论，对于传统史学的嬗变及其近代转型的意义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从经先史后到经史并重: 经史关系论的突破

明清之际，学者大多经史兼重。这一观念源于明中叶尤其是晚明以来的经史同源说，也是清乾

嘉时期经史体用观的思想基础。
自明中叶以降，有关经史关系的讨论便不绝如缕，尤以经史同源论为盛。但由于论者身份、动

机、语境不同，其立意也大相径庭。大致说来有两种情况: 一是质疑六经的权威性，二是张大史学旗

帜。前者以王阳明、李贽为代表，后者以王世贞为代表。
王阳明、李贽都强调以史释经，主张“六经皆史”，但着眼点实在于“经”而非“史”。王阳明的本

意是，依据道事一体的逻辑，将程朱尊奉的六经降至“事”的层面，为其“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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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主张铺路。① 李贽的做法则是“异端”学者向儒家正统思想的宣战。在他眼中，六经不过是早期史

臣所记“褒崇之词”“赞美之语”，或学问浅薄者“记忆师说，有头无尾”的各种断章取义之言，不可尽

信。② 这些说法原本与史学无涉，与后来章学诚的相关论述更是迥然有别，但他们对经之史书性质的

论定，在淡化经书神圣性的同时，客观上有助于史的地位的提升。李贽对经史互为表里关系的阐述，

即“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 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③更暗含着对

经之历史内涵和史之羽翼经义的辩证分析，从根本上呼应了古代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及借事言理的

学术思维。
与之相比，思想上深受心学影响、但史家身份更为显著的王世贞，其经史观则更为鲜明地表现为

由经转向史，由削弱经学权威转向凸显治史的意义。其言曰: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

理者也。”④又云:“明天下不可一日无史。”⑤“史不传则道没，史既传则道亦由之而传。”⑥他不仅视经

书为史书，而且把史书视作天地万物的载体。由此，明史即可传道、治世，而不必囿于经义。这就把

“史”同“道”直接挂钩，赋予史学更为独立的学术属性。这一认识，无论是逻辑还是立意，已颇有后

来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雏形。
无论以史释经，还是以史统经，经本位观念的打破对于史学而言都是一种解放。从唐顺之的“语

理而不尽于六经，语治而不尽于六官”，⑦到茅坤强调六经不过“理也”，且六经亦有“所不能尽”者，需

诸家之学( 包括史学) 来补充; ⑧从李贽对六经客观性的怀疑，到傅山提出四书五经只是“注一代之王

制，非千古之道统”，⑨“惑经”的思绪一直贯穿其中。傅山甚至认为，经不过是汉代以后的称谓，其初

只是诸子之学而已，“有子而后有作经者也”。�10 这与章学诚关于“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的

论断堪称同调，�11都是对经之历史内涵和学术属性的体认。不过，经之权威的削弱，并不意味着经学

显学地位的旁落; 只是，相比理学盛行时一度甚嚣尘上的经先史后、经精史粗、经正史杂、荣经陋史等

观念，�12史学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逐渐成为与经学并重的学问。
在这一转向上，作为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黄宗羲的言论尤其值得注意。他指出:“明人讲学，袭

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

之学，故兼令读史。”�13又曰:“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 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14不难

看出，黄宗羲的经史观源于他对明代理学空疏学风的反思，较晚明学者而言兼顾了经学与史学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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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益的关系，在主张经学回归文本研究的同时，尤其突出了史学致用性的一面。而他所理解的史之

为用，除了经世应务，还包括“证理之变化”。① 也就是说，黄宗羲不仅反对“理”之绝对化，而且认为，

必须从具体的历史中体察其因时而变的特征。这显然又暗含着对理学教条化问题的反思。
事实证明，黄宗羲的这些论述影响深远，表现出明显的师承性和地域性，奠定了清代浙东史学的

基调，也成为乾嘉学者的基本共识。全祖望《鲒埼亭集》突出引述了前述黄宗羲的经史观，其尊敬的

口吻表明，全氏正是以继承浙东史学的衣钵而自任。此后，章学诚进一步张大其帜，将浙东学术的精

髓概括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②这也是他构建“六经皆史”说的逻辑前提。从更广泛的学术层面来

看，无论是钱大昕“经与史岂有二学”的主张，③还是阮元“疏于史鉴，虽经学、文章，何以致用”的看

法，④都不难看出其中黄氏思想的印迹。尤其是阮元的《国史儒林传》，不仅在黄氏本传中尽载其经

史关系论，而且以史学为主线依次为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诸人立传，无形中构建起一个浙东史学

谱系。黄宗羲穷经重史思想的影响甚是明显。今人多重视章学诚《浙东学术》一文，对阮元的这一学

术隐语则不甚措意。事实上，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学者身份还是著述性质，后者的影响力都

远超前者。
这样来看，黄宗羲的观点可视作晚明以来各种经史关系论的总结和升华，既标志着经学思维的

转换，也预示着重视史学时代的来临。因此，可以说，17 世纪前后经史观念的转向过程中，黄宗羲起

着十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从历史考证到文本分析: 史料方法论的深化

就历史编纂而言，经史关系归根到底表现为如何看待和处理“道”与“事”的关系。即，是把经义

( 道) 置于历史( 事) 之上，以经义肆意穿凿和解释历史，还是即事言道，通过复杂多变的历史，不断丰

富和深化对旧有经义的认识。在这一问题上，《通鉴》和《通鉴纲目》堪称两种史学思维的典型代表。
司马光在《通鉴》中主张叙述历史，“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⑤反对刻意模仿《春秋》褒贬

书法。《通鉴》因其事繁义晦而受到朱熹的指摘。而为了宣扬不容置疑的理学大义，朱熹《通鉴纲

目》大有将史书书法置于历史事实之上的架势，这也正是理学对史学主要的消极影响所在。明末清

初史学思想嬗变的又一重要表现是，回归即事言道的史学逻辑。即，表现为对原本从属于“道”的历

史事实的普遍关注，从史学义理化转向历史实证主义，进而思考历史文本的生成问题。
以王世贞为例，他在讨论经史关系的同时，提出了著名的“三史”说。即，“国史人恣而善蔽真”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⑥ 以往论者多关注王世贞“三史”说在史学批评史上

的价值或者史料方法论的意义，对于其中暗含的历史主客体关系的问题则不甚措意。仅有个别

学者注意到此说体现出“不同作者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问题”。⑦ 实际上，只要结合王氏考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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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案例，即可明白其学术意义绝不限于辨明事实。他在分析宪宗、孝宗两朝实录记载刘珝事迹

的分歧时写道: “盖《宪》多刘吉所裁，《孝》则焦芳改笔。珝于人，乃中人耳，吉有隙，芳有恩，故异

辞也。”①史书“异辞”的现象源于魏晋以后史学多途发展的趋势。具体而言，乃是历史书写者身

份、立场、学养、动机及史料来源不同所致。对此，刘知幾在《史通》中有专篇论述，并提醒后世学

者对于“异辞疑事，宜善思之”。② 不过，传统史学主于叙述的模式决定了史家大多回避历史考证

的具体过程。即便是《通鉴考异》这类考史专书，往往也只是通过文本比对的方式，从“证据”和

“情理”两个方面概述史料去取的原则，并未集中分析造成“异辞”的原因。③ 王世贞的论述则有所

不同。为了说明历史记载的差异性，他尝试从书写者的角度寻找原因，认识到历史撰述主体对客

体生成的重要影响。这便在无意间超出了一般历史考证的范畴，隐约表现出对历史文本生成过程

的粗略思考。尽管王氏本人对此缺乏足够的自觉，其考史初衷只是以信史传世，明实录只是他用

以书写国史的史料而非研究对象，但从其考史的过程来看，王氏已有某种朦胧的史学史研究的

色彩。
随着学风的转向，清初史家对史料的态度愈发谨严。或主张“审论作书之旨，辨其醇疵，综其得

失”; ④或强调“鉴别之识”，“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 ⑤或提出“人与书当参观”的原则，“其人

而贤，书多可采，否则间征一二，毋或轻徇”; ⑥或针对史书“异辞”“互见”等现象，认为“宜断诸立言之

人与所处之地”。⑦ 所谓“作书之旨”“其人”“其世”“所处之地”，显然已不局限于史料考证本身，还

包括史料作者及其作史宗旨和背景等与历史书写有关的问题。其中，戴名世言之最详:“彼其人何人

乎? 贤乎，否乎? 其论是乎，非乎? 其为局中者乎，其为局外者乎? 其为得之亲见者乎，其为得之逖

听者乎? 其为有所为而为之者乎，其为无所为而为之者乎? 观其所论列之意，察其所予夺之故，证之

他书，参之国史，虚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论之，而其中有可从有不可从，又已得其十八九矣。”⑧尽管

戴氏的出发点仍是历史求真，但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史料方法论层面。因为，几乎所有关乎历史文本

生成的主客观要素，如作者素养、身份特征、撰述动机、成书环境、史料获取途径等，戴氏都注意到了;

而这些因素正是当下史学史视野下学者讨论历史书写问题的主要切入点。
至乾嘉时期，由于历史考证学的盛行，学者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更趋深入。阮元在为江藩《通鉴训

纂》作序时写道:“温公当日领袖群贤，博采载籍，斟酌异同，弃取裁截，后之学者，望洋而叹，几不尽知

其所由来，安能全见其命意之所在?”⑨由于江书已佚，加之阮元的史学成就一直为其经学盛名所掩，

这段话在史学史上极少被提及。但是，它实际上有着值得被关注的意义。阮元的发问已然触及史学

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逻辑，即，须从文本入手，借助史源学的方法，才能真正洞察历史学家的思想，进而

对其著述的价值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因为历史文本生成的过程，就是史家组织和运用史料的过

程; 史家如何看待旧有文本，如何重新考证既定的历史结论，如何通过新史料提出不同的看法，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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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种新的历史事实和价值判断，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史研究就是历

史文本“再现”的过程，是对史家历史撰述思路的还原。阮元虽然尚无明确的史学史意识，但对于历

史认识与史学认识显然已有明确区分。
同时代的赵翼、钱大昕等人在考史方面的诸多结论，皆已臻于史学认识层面。赵翼指出，陈寿和

范晔在三国史的记载上之所以有“讳”“直”之别，主要在于“所值之时不同”。① 钱大昕认为，班固

“有意抑项”，将项羽降而入传，本质上乃是其“汉臣”的身份使然。② 所论皆涉及历史文本的时代性

问题。可见，无论是历史考证的深入，还是对史意的自觉探究，都不可避免地触及历史文本的生成

问题。
上述现象折射出历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即史学史研究需要有历史研究的基

础，尤其是历史文献学的基础，而从历史认识上升到史学认识，又是一个自然渐进的过程，同时也是

古代史学趋于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从凿空生义到知人论世: 历史认识论的蜕变

在历史思想领域，明末清初史学的嬗变主要表现为对君主专制体制的怀疑与批判。这与理学的

退潮同样不无关系。随之而至的是史学思想的解放，那种将义理抽离于历史之外，将历史观完全局

限于经义本身的做法，逐渐为主流学界所摒弃。
例如，清人对宋明史论普遍评价不高，认为其立论轻率，多有不实，甚至“凿空生义，僻谬不

情”。③ 所谓“凿空生义”，显然切中理学家肆意褒贬历史的积弊。对此，宋代有识学者已有察觉。吴

缜即以“明事实”为“为史之意”的根本，反对“徒以褒贬、文采为事”。④ 郑樵亦强调“史册以详文该

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⑤呼吁史家应以描述历史为主，尽量避免主观性的历史解释。不过，由于

彼时理学盛行，其影响终究有限。这是因为，只要理学仍是显学，这种以义理统摄事实的错误逻辑便

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扭转。由此，两宋时期以《通鉴》和《纲目》为代表的两种史学形态，始终同时

并存。
这一情况直至晚明以后始有根本性的改观。随着反思、批判理学思潮的兴起，史家得以真正解

放思想，重新确立了以事实为先、借事言理、论从史出的主流史学风气，形成了自然活泼的史论风格。
相较于历史认识本身的突破，这一认识方法上的蜕变实则更为关键。在这一方面，王夫之的贡献尤

为突出。他不仅写出了《读通鉴论》《宋论》等带有总结性的史论巨著，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提出了许

多重要的总结性看法。
王夫之本人以理学自居，自视为张载后学，但他所理解和倡导的理学，已然超出宋明理学的理论

体系。他虽喜用“理气”“公私”“天人”等概念，看似玄虚，实则暗含着对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思

考。他所说的“理”，不同于程朱之“天理”，既非静止，也不绝对，而是因时势而变。故每个时代都有

其时代之“理”，要历史地加以看待; 而随着时代发展，历史认识也随之深化，须及时体察和践行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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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断推动社会前进。后人把这一历史观称为“新天理史观”“活天理史观”。①

例如，王夫之肯定汉代废除肉刑之举。因为此举体现了“仁民”之意，是一种制度上的进步，所以

不可盲目复古; 但也不必谈虎色变，毕竟在民化未开、刑法草创的三代，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刑罚。②

又如汉武帝通西南夷。在王夫之看来，此举符合儒家文化普及的这一“贞一之理”; 此前历史条件并

不具备，所以“时之未至，不能先焉”。武帝能够成功，不过是顺势而为，归根到底是“天之所启，人为

效之，非人之能也”。③“天”即“理 ”，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人”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偶

然性中暗含着必然性，必然性又通过偶然性得以体现。这一“天人之辨”，正是王夫之整个历史认识

论的理论核心。他评价秦以郡县代分封，亦复如是，只是在概念上将“天人”改作“公私”。所谓

“私”，是指秦始皇此举乃出于“私天下之心”，但从制度演进上看，却是一种合乎“天下之公”的举动，

所以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④ 可见，王夫之论史始终基于对历史本身的分析。他重视从历史中

总结各种“理”，但从不把“理”抽离于历史之外来作空洞的论述。他看历史，始终是一种历史的、发
展的、辩证的眼光，既不尊古卑今，也不是今非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

然之实……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⑤即，把历史置于特定情境之下加以解读，注意体察历

史背后的社会发展趋向，以及历史进程中关键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影响。这在方法论上无疑具有“拨

乱反正”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王夫之的这一思想特点在明清之际的许多学者身上都有体现。李贽把“道”比作地上的

水，着意强调其无处不在、无时不变的自然属性。⑥ 顾炎武说:“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 后日之成，不

容以自限。”⑦同样反对思想认识的僵化。朱鹤龄认为，治学最大的流弊即在于“执一先生之言，而不

求其是”。⑧ 归根到底，这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陈启源治《诗经》，更是明确提出“惟立身于古

世，以论断于古人”的主张。⑨ 从学风上看，这些看法无疑都是对当时僵化、空洞的理学风气的根本

性扭转。由此，王夫之的历史认识论，尤其是历史主义的原则，不仅具有鲜明的个人学术风格，更具

有普遍的学术方法论意义。它既是明清之际学风转捩在史学上的直接投射，又被乾嘉学者直接继

承。章学诚所说的“论古必恕”，�10钱大昕所说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11阮元所说的“善论

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长而正其误”，�12表述虽异，但都以遽论、妄论、苛论为戒。这种立论上的

谨严，与彼时考史方法上的缜密，可谓相得益彰，都是史学进一步走出理学羁绊的重要表现。
不过，乾嘉时期过于排斥理学的汉学风气，又严重束缚了史家的思想，甚至造成了知与行的严重

断裂，史学在走向琐碎饤饾的极端境地的同时，反倒催生出《文史通义》这样的史学理论名著。这表

明，理学与史学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理学长于思辨的特点，往往是史家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和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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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王夫之、章学诚皆是明证。理学对史学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历史思维的禁锢和史学

逻辑的颠覆。而本文所谓“走出理学羁绊”，也主要是指摆脱理学教条化和空疏化的极端思想倾向，

并非是对理学的全部否定。

结 语

综上，从学风转捩的视角审视明末清初史学，尤能看出其“穷则思变”的时代特征。无论是以经

为体、以史为用的经史观，还是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以及知人论世的历史认识论，都根植于当时理

学衰颓的学术背景之下，都体现出对理学末流重行轻知、重义理阐释而轻事实建构等学术偏颇的纠

正，从而将文本之实与致用之实紧密结合起来，史学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的学术属性。
此时史学的独立属性不仅表现为先有史学而后有经学、不通史学则经学乃至一切学问皆无以致

用等观点逐渐成为共识; 还表现为，随着历史考证的深入，史家开始由认识历史臻于认识史学，从探

求历史之真过渡到对历史文本生成过程的思考。其后阮元所提出的考察史意须借助文本分析，搞清

史源由来和史料去取之意的看法，已暗含着近代意义上的史学史意识。至于王夫之提炼的历史主义

的认识论，根本上源自于新理学家对旧有理学思想体系的扬弃。此后，这种认识论经乾嘉学者尤其

是章学诚的进一步阐发，被近代史家普遍接受。这一事实表明，理学与史学并非天然对立，相反，理

学偏于形而上的哲学思维，正是历史解释和史学理论建构所需。
表面上看，无论是经史并重、以事实为先，还是知人论世，皆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清

初史家在重拾这些传统和方法的同时，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同样是经史并重，但史学之独立性

和重要性大为增强，史学专门化的趋势更为显著，各种带有总结性的史学专书层出不穷，传统史学的

各种“旧领土”开始“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 ①同样是重历史考证，但史料方法论的缜密自然带动

了对历史文本背后之思想倾向的认知; 至于知人论世，原本多限于读书方法论，至此则上升为一种普

遍的历史认识论。凡此种种，又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传统史学的范畴，呈现出某种“嬗变”的迹象，不

仅意味着史学思想的解放和史学逻辑的纠正，还孕育着近代史学的某些重要元素。

( 作者屈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邮编: 250100)

( 责任编辑: 廉 敏)

( 责任校对: 张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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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mple of Adher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rrect View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rning from the Resolution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 / Cao Qingbo

From the scientific summarization of the party's history to the making of a new future by eliciting
lessons from the past，it is a prerequisite to adhe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rrect views in history.
This is a crucial matter. The Resolution passed by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s a significant document. Not only does it closely follow the Marxist theory of“five social
forms”but also profoundly reveals the inevitability of China's path to socialism. It iterates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people in history，offering a compell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ultimate goal and the great tradition of
the party. It adheres to correct views of party history，and accurately grasps the main theme and essence in
the unfolding of party history. It is an example of adher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rrect views of
party history.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studies of party history，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 up，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Medical Treatment and Epitaphs: Reflections on Studies of the Women's History in the Tang
Dynasty / / Liao Jingj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history，new theorie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studies of women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heated discussion of life history has raised scholars' attention to the life course of
ancient women's individuals. Thanks to the convergence of multiple disciplines，medical treatment of
women and studies of diseases in the Tang Dynasty have become a vibrant topic in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commu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Scholars both in China and overseas have jointly focused on
epitaph data of the period with ambitious attempts to restore women's birth and death experience. The use
of epitaphs and ancient medicine sources is the key to these efforts. Both of them are limited within the
gender framework of text writing. Following the basic rules of corresponding data，we need to carefully
distinguish the biased views induced by the male perspective as“the alienating other”from the authentic
situations within which women actually lived. In doing so，we have to collaborate theories with historical
facts from ancient China. Researchers should neither“isolate”women's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general history nor abuse Western theories and ign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a. Taking the
epitaph for Cui Daogui written by the famous writer Liu Zongyuan as a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tiology，pathogenesis，syndrome，and cause of death of the tomb owner through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By re-examining the social classific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in Tang
Dynasty，it iterates the significance to reconstruct a women /gender theory of our own yet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the entirety of history.

Rethinking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 / Qu Ning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a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change of historiographical genres and historical views，but also on the scale of historical thinking. The
latter was to further eradicate the influence of empty talks and dogmatic thinking of Neo-Confucian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historiography was transformed as well. Confucianism was deemed
more important th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past，but now historiography and Confucianism were paid equal
attention to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historiography was greatly enhanced. So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c and methodology. Theory was traditionally adopted to analyzing facts，but now facts were utilized to
collaborate theory. As a result，the emphasis of historical writing began to be shifted from theory to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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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ame time，with the rise of the in-depth textu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facts，scholars were
increasingly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texts. Through a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the trend in academy began to change from ungrounded speculation to carefully handling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within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Therefore， the declining influence of Neo-
Confucianism induced the rise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latter not
only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historiography in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bu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Modern historians both followed the trend of specialization in historical
studies and inherited its budding historiographical conscious.

Legal Pluralism in Qing Legal History: A Reconsideration / / Hu Xiangyu

Legal pluralism is an important theory in studies of law and legal history. Scholars in Qing legal histor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is theory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produced numerous works on non-state law，
law in frontier areas and ethnic regions，and certain provisions of Qing state law that dealt with specific
regions or population groups. However，in practice，they have not ye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is theory's
limitations. Nor do they notice legal centralism， the other side of legal pluralism.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legal pluralism is not short of problems. These problems include，but not limited to，the lack
of a clear definition of non-state law，the failure to identify a counter thesis in scholarly dialogue，the
inadequacy in applying this theory to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and the fallacy of legal centralism. To
conclude，while scholars adopt theory in Qing legal history，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define its meaning and
pay ample attention to legal centralism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its applications.

The“Global Middle Ag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ritical Reflection / / Li Te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studies of global conceptual histo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medieval historians in Europe and America have gradually embraced the concept“Global Middle Ages”as
a new research approach. They apply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from global history to the“medieval”period
defined by traditional research. By doing so， they emphasize the interaction，communication，and
knowledge exchange between and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with a goal to reconstruct global mobility
from the fifth to fourteenth century. In recent years，scholars have paid wide attention to this concept，and
based on it，they are following a new path to breaking the“Eurocentrism”in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of
medieval studies. While exploring theoretical outlooks and conducting empirical research，they have
generated many new scholarly concepts and frameworks for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Ye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rm“Global Middle Ages”developed by European and American historians demands further in-depth
analysi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ory and method of global history，one might argue that the“Global Middle
Ages”is not an appropriate concept. However，it does offer an illuminating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globally-minded historians re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ivilization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North-South Divergence in Modern German Historiography: Taking Ranke and Schlosser's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as an Example / / Zhang Yibo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world history writing has departed from traditional encyclopedic style
and begun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world history and to construct new grand narrativ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started to rise. It was within this context that historians faced a new
dilemma，namely，how to reconcil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integration of world history and the source
criticism. To overcome this dilemma，Leopard von Ranke and Friedrich Christoph Schlosser debated on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framing a new world history. By analyzing the world history works of the two
scholars，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is not a monolithic process. It also
discusses different choices made by various historians who shared similar value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It，
therefore，presents multiple and competitive ways of history writing accompanied by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Three System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Thinking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 Han Dongyu

Defin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different meanings and
manifestations at various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from Eurocentrism，Grand Views of History，to the rise
of New World Outlook. A consistent but internal logic can be identified，however，if one decodes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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